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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家庭策略下的镇域城镇化实践逻辑及其反思

李玉霞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立足农民家庭策略变化，基于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发展意愿两个维度分析研究，发现发展能力弱、村庄生活预

期强且以发展目标围绕社会生活展开的农民家庭更多选择镇域城镇化路径。而农民家庭策略是不断变化的，镇域空间在

农民家庭中的功能与定位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镇域城镇化的萎缩、内卷问题。但镇域城镇化及其空间发育建设对

农民家庭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将农民家庭的个体选择与镇域空间塑造结合起来，一方面完善公共品统筹层级，构建与镇

域空间相匹配的公共品供给与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盘活镇域空间的经济机会，重视农民返乡创业与地方小规模经济体的

作用，确保农民镇域城镇化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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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 40多年，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

发展时期。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2021年年底全国人口 14亿，城镇化水平持续提

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3. 89%①。伴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不断攀升，其中农民城镇

化成为一个社会转型中的重点问题。尤其是在当

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下，需要对农民城镇化

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切合农民发展实际的城镇化

发展路径。

当前，学界对农民的城镇化研究较多，其中

宏观的区域视角重点讨论了中西部农村城镇化相

关问题。主要关注了农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1］、

路径选择［2］ 及相应的城市规划［3］ 问题。认为中

西部地区的农民城镇化，是农民基于村庄社会分

化、寻求更多经济空间［4］但受制度、体制制约［5］

形 塑 出 的 在 城 乡 之 间 流 动 的 “ 半 城 市 化 ” 现

象［6］，进入城市的农民无法实现完全城镇化［7］，

无法获得与城市人口同等市民身份、公共服务和

城市发展收益［8］。由此，中西部农村农民的城镇

化实现必须坚持走功能调整、适度集中的城镇化

道路，重视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推进农村城

镇化［9］。

而在微观层面，则立足农民自身的主体性和

能动性，提出农民城镇化实现是农民根据自身家

庭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10］，尤其是在

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农民家庭收入积累增加，农

民依据自身能力，选择接力式进城［11］。此外农民

的婚姻挤压、教育竞争都成为农民理性选择的影

响因素，农民结合家庭内部的劳动力最优配置开

展进城的基础积累［12］，选择进城成本在可接受范

围内的就近城市化、就地城镇化［13］。农民自主选

择的城镇化模式，使农民家庭在城乡之间弹性选

择［14］，有效避免了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实现城

市化阶段有序的完成。其中就地城镇化成为中西

部农村城镇化普遍特征，学界将从村内就地转

化、小城镇就地转化、县域内就地转化到地级市

① 来源：《中国统计》 2021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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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就地转化都被界定为就地城镇化［15］。就地城镇

化强调“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16］，尤其是

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更符合人口流动特征和农民

城镇化意愿［17］，成为中西部农村农民主要选择。

梳理文献发现，当前学界对中西部农村城镇

化的关注较多。既有研究探讨了农民城镇化的动

力机制、实践路径及其困境。并伴随着研究深入

不断将研究视阈从宏观体制、制度层面转向微观

家庭、个体层面，强调农民城镇化的“阶层主体

性”［18］。尤其是对中西部农村农民的城镇化研究，

结合宏观和微观选择提出了农民就地城镇化的发

展路径。但对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探讨仍有不足。

首先，虽肯定了农民就地城镇化的路径，但研究

重点偏向于县域城镇化讨论，缺乏对具有区域适

应性的多元就地就近城镇化模式的探索。我国区

域差异较大，农民家庭的收入能力和发展意愿存

在差异，这就决定了各地不会有统一的就地城镇

化模式。其次，缺乏对农村人口城镇化意愿以及

与此关联的制度设计和引导政策的研究。农民是

城镇化的主体，新型城镇化必须尊重农民意愿，

顺势而为。

基于此，本研究延续微观分析路径，以农民

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以家庭生活策略为切入

点，分析其实现城镇化的机制及路径。通过分析

笔者在鄂西农村的调研经验，探讨欠发达地区农

民镇域城镇化与农民家庭的关系，分析镇域空间

的功能定位，肯定镇域空间作用并提出镇域空间

建设的方向。

二、分析框架：城镇化过程中农

民家庭策略安排

家庭策略来源于西方家庭史，其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厘清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所承担的角色和

发挥的作用［19］。针对家庭策略的考察，现阶段更

多的是将家庭视作一个整体的能动的主体，讨论

家庭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主动应对的策略［20］。而在

农民城镇化进程中，家庭策略不仅包括农民家庭

在家庭发展能力范围内的积极调试，也包括其在

家庭发展目标驱动下的主体选择，涵盖了农民城

镇化的能力和意愿。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鄂西

农民家庭实践出发，从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发展

意愿着手分析农民城镇化的实践路径。

（（一一）） 家庭发展能力与城镇化能力家庭发展能力与城镇化能力

农民家庭自身发展能力影响到其实现城镇化

的能力。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其所获取的资

源 支 撑 与 满 足 家 庭 成 员 生 活 与 发 展 需 求 的 能

力［21］，阚兴龙认为这一能力包括经济发展能力、

人口再生产能力和发展能力三个维度［22］，是实现

家庭发展目标，完成家庭再生产的基础。由此可

见，家庭发展能力既受外部资源禀赋的影响，也

受家庭内部策略支配。本研究将家庭发展能力操

作为家庭资源充裕程度和家庭代际合力程度，前

者是家庭经济能力的具体展现，深受农民家计模

式的影响；后者是家庭内部策略的重要内容，包

括家庭劳动力有效释放与整合程度及代际支持

力度。

首先，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一方面受制于传

统的土地资源，一方面受嵌入市场程度的影响。

这 两 方 面 即 为 常 说 的 “ 半 工 半 耕 ” 结 构 ， 从

“耕”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要考察的是农民人地

关系的紧张程度［23］，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其农民

耕地面积有限，开展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禀赋较

差，农业的生产性收入相对较低；而低度紧张的

人地关系，其农民所有的土地资源充足，耕地面

积多，开展农业生产的资源禀赋好，农业剩余较

多，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收入高，能够转换成家

庭经济积累的一部分，支撑家庭的发展。另一方

面要探讨农民的种植结构，其中最直观的是非粮

作物和粮食作物种植比例，经济作物为主的模式

能够为农民增产增收创造条件，辅助农民家庭的

发展；而传统农业种植更多是兜底作用的实现，

无法转化为家庭发展能力。从“工”的角度出

发，主要考察劳动力结构与劳动效益。目前，我

国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务工市场，但务工市场内

部的不均衡性影响着农民的市场选择，市场机会

便于获得且劳动力务工成本低，则家庭内部可释

放更多的劳动力并主动延长劳动力周期进行充分

的市场就业，反之，则会弱化农民家庭的劳动力

市场投入，削弱家庭的发展能力。此外，市场能

够为农民提供的市场机会是重点，市场机会越

多、水平越高，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也就越强。

其次，家庭发展能力涉及到的第二个层面即

为代际合力程度。代际合力一方面涉及家庭内部

劳动力的释放与整合，另一方面也涉及代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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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前者深受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村庄社

会竞争越强，家庭内部的整合意愿越强，越能实

现劳动力最充分释放；后者主要受家庭伦理影

响，尤其是涉及到子女教育、结婚等家庭再生产

任务时，其责任越是刚性要求，代际整合力越

强，代际支持力度越大；责任越是松散，其代际

整合和支持力度则会出现弹性调整空间，导致家

庭发展能力的激发不完全充分［24］。

总之，立足于农民家庭策略安排，农民城镇

化能力受制于其家庭发展能力。而农民家庭发展

能力又充分受家庭资源禀赋、劳动力配置优化程

度、代际支持的合力程度影响。家庭资源越充

裕、劳动力配置越优化、代际合力程度越深，农

民家庭发展能力就越强，其城镇化能力也就越

强，反之则越弱。

（（二二）） 家庭发展意愿与城镇化意愿家庭发展意愿与城镇化意愿

城镇化意愿的催生不仅是政府、市场等外部

力量推动的结果，而且也深受城镇化个体家庭内

部发展意愿的深刻影响。所谓家庭发展意愿涉及

到农民想如何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等各方面内

容。它指涉着更细微的层次，首先是农民家庭在

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内其家庭发展目标的调整问

题，其更深层次指向的是家庭在对自身发展能

力、发展目标定位基础之上选择适宜的资源使用

方式，保证资源使用效率。这并不完全由农民家

庭自主决定，换言之，对拥有相同发展能力的家

庭而言，在不同的社会话语下所选择的资源使用

方式完全不一样，这意味着农民所处的社会结构

在 影 响 着 家 庭 发 展 意 愿 ， 进 而 影 响 家 庭 策 略

安排。

家庭发展意愿一方面涵盖家庭目标的制定，

另一方面也与家庭生活面向相关。前者涉及到教

育、婚姻等内容，后者与城镇化稳定性相关。对

于家庭目标而言，其目标越是发展性的，越是以

向上流动为标的，其发展意愿越强，城镇化意愿

也越强。中国社会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其社会

结构、文化结构不同，家庭的发展目标各异，关

于教育、婚姻需求也就不同。其中最主要有两种

类型，一是以向上流动为主要目标的家庭。其在

教育目标上要求高，在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需求

下催生出了强烈的发展意愿；此外，社会结构也

会影响到发展强度，对于村庄社会规范强、代际

伦理厚重的社会而言，农民会被人生任务完成强

捆绑，尤其是在婚姻任务完成上，在强竞争社会

结构里，婚姻任务完成是刚性要求，激发了农民

强积累强发展的意识，也激发了农民的城镇化面

向。二是以社会生活维持为目标的家庭，其在家

庭生命周期每一阶段，发展面向相对不强。在子

女教育上着重基本教育任务完成，教育竞争意识

不强，投入有限；在婚姻任务完成上伦理观念较

为松散，家庭支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展开，家庭

发展基本围绕日常生活展开，发展意愿不强，农

民更安于当下生活状态，进城动力及意愿不强。

而对于生活面向而言，农村保护性社会结构会吸

附农民，农民对村庄社会有稳固的社会认同，导

致农民的生活面向长期停留在村庄，加上城乡二

元分制，影响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展望；相反，在

社会不断变迁中，松散、开放的社会结构会形成

一种推力，社会认同单位也在不断的转移，改造

农民的生活面向，使农民向城市生活逐渐靠拢。

简言之，农民的城市化意愿由其家庭发展目

标推动，围绕着向上流动和社会生活展开的农民

家庭目标，其城市化意愿呈现强弱差别。且农民

的生活面向会作为拉力影响农民城镇化层次。

农民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是其能力和意愿综合

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根据农民城镇化的能力和意

愿两个方面，结合笔者调研的鄂西农村城镇化特

点，分析其城镇化实现路径及其城镇化结果。

三、镇域城镇化实现路径：家庭

策略选择与镇域空间发育的融合

鄂西农村属于典型的偏远边陲地区，其生存

条件和资源环境较差，属于国家重点的扶贫区，

塑造出本地偏保守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在这一

结构下，本地农民生活意愿传统、发展目标短

期、发展能力受限。随之，鄂西农村农民家庭策

略安排也呈现出保守、传统的特点，倾向于选择

基础性的城镇化路径。同时，本地镇域空间内部

的土地开发路径很好的契合农民家庭生活诉求和

发展诉求。因此农民从家庭生活理性出发更倾向

于在镇域空间实现就地城镇化，由此既控制农民

进 城 的 成 本 ， 同 时 又 能 兼 顾 农 民 的 传 统 生 活

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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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弱发展能力与土地获取低成本的契合弱发展能力与土地获取低成本的契合

鄂西农民呈现出的弱发展能力与本地的家计

模式和代际支持相关。首先，随着打工经济的兴

起，鄂西农村家庭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

但这一模式很难产生大量的经济积累。一方面与

本地的农业基础相关。鄂西农村自然条件较差，

以山地为主，可耕种土地有限，人均不足 0. 07公
顷。且土地较为细碎，耕种极为不方便，当地农

民以种植水稻为主，由于其经济收益有限，大部

分土地水改旱改种茶树等经济作物，但整体上土

地附加值低，农业生产只发挥基本生活维持作

用，农业经济剩余极少。由此，农业的“半耕”

带来的经济积累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本地的

“半工”结构同大多数中西部农村不一样，是建

立在夫妻分工基础上的半工。男性在外务工，女

性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家庭劳动力没有得到充

分释放，这弱化了家庭的积累能力。同时本地农

民在外出务工时，参与市场的周期较短，是阶段

性的参与市场。即一年之内只有几个月在外务

工，会随时因为家庭状态返回家乡，导致鄂西农

民的家庭积累周期短，有限的家庭资源也难以转

化为较强的城市化能力。

正是基于半工半耕形成的弱发展能力，农民

家庭在进行策略安排时要控制进城成本，而小城

镇的土地开发模式正能契合这一策略安排。具体

而言，欠发达乡镇没有独立的财权，土地开发需

要通过上级政府划拨土地使用指标，而上级政府

每年划拨给乡镇的建设用地指标十分有限，因此

乡镇集中针对集体土地开发做文章。乡镇在实际

操作中，一是要实现集体土地资源的集中，将农

村闲置土地整合并集中起来；二是进行土地开发

权的置换，将土地开发权下放至农民、开发商等

主体，为城镇发展建设提供充足资金；三是进行

宅基地流转、交易实现镇区人口集中。在这三个

方面政府隐退，农民及社会资本主体参与镇区土

地开发，最后进城农民是通过户籍获取镇区中心

村集体成员身份，由中心村委会划拨宅基地，形

式上转化为本村内部的土地交易与流转，农户一

公顷土地价格为 450 000元，直接获取了土地的

永久使用权，而非传统理解的高价买商品房形

式。可以说，农民在镇域空间的集中是农民主体

自行核算成本的最优选择，其利用村 （居） 委会

宅基地和集体土地流转交易实现以较低成本实现

城镇化，有效控制了农民家庭实现城镇化的成

本，实现与欠发达地区农民弱发展能力的契合。

（（二二）） 低发展目标与公共服务便利享受契合低发展目标与公共服务便利享受契合

鄂西农村家庭发展目标低，维持性面向较

强，农民偏向于短期化的生活目标。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注重消费享受。比如在

饮食上，鄂西农民强调消费品质，“餐餐必有肉”

是基础；日常注重人情面子维护，时常进行请客

聚餐、送礼等人情支出且金额较高。这种日常生

活模式导致农民家庭的资源耗费在日常生活消费

享受中。二是本地代际关系松散、代际责任较

低。子女结婚、教育的压力没有实现代际传导。

家庭对婚姻、教育等投入较低；本地婚姻成本

低，彩礼水平低，且进城买房要求非刚性，在村

里有房也可完成婚姻缔结。在教育上，本地农民

整体依托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意识不强，教育竞

争压力小。农民家庭根据学生成绩和家庭积累能

力进行教育投入安排，即成绩好、积累强多投

入，成绩差、积累弱则少投入。由此，鄂西农民

家庭注重即时性的生活休闲，家庭资源有限满足

当下需求。在注重休闲而非发展的社会中，农民

家庭的发展目标弥散化，导致农民家庭对城镇化

层次诉求不高。农民在进行城镇化路径选择时，

围绕日常生活消费的便利化进行。由此。作为

“乡之首”的镇域空间成为鄂西农民家庭的优先

选择。

乡镇在城乡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承

接了大量跃出村庄的职能和公共服务供给功能，

乡镇更是农村人口流动重要的目的地。中心城镇

能通过集中整合土地，开展“三通一平”建设，

为农民提供相较于村庄更优质的水、路和其他休

闲娱乐公共设施等配套服务；且中心镇作为人口

集聚系统，能够集中为农民提供医疗、教育等基

础的公共服务。可见，乡镇作为联结农村最基础

的城镇单元，为农民与城镇互动保留了空间。可

以说，鄂西农民通过获取中心镇户籍身份的方式

实现城镇化，一方面满足了农民更便捷享受镇区

公共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契合了本地农民开展

日常消费休闲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目标。其实质上

提升了农民日常生活的便利化，农民能够在镇域

中心村更便捷地享受镇区有限公共服务辐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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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就地城镇化的实现充分契合农民的低发展目

标，尤其是在农村交通闭塞、近几年乡村合村并

校给农民生活带来不便的情况下，农民出于生活

方 便 的 诉 求 ， 强 化 了 农 民 选 择 镇 域 城 镇 化 的

动力。

（（三三）） 传 统 生 活 意 愿 与 乡 土 性 空 间 保 留 的传 统 生 活 意 愿 与 乡 土 性 空 间 保 留 的

契合契合

鄂西农村内部生活较为紧密，村民较为团

结，内部竞争小，村庄内部来往较多、生活和

谐，村庄生活面向特别强。这一生活共同体一方

面与当地的低度分化相关。虽然经历了市场经济

的洗礼，但本地农民进城务工具有同质化的特

点，主要是在广东、福建、浙江、湖南这些地方

打工，大部分从事建筑行业，主要做木工或者是

进厂，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家庭内部的主要收入来

源，没有特别强的经济积累，打工收入基本在家

庭内部消耗掉了，用于家庭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较

少，这就使得村庄内部各家庭之间的差异不大。

村庄内部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在同一层次，内部

分化较少，这就影响到了村庄内部的竞争，使得

村庄内部竞争较弱，村民相处都比较和善，村民

之间会互相帮助，会不断地进行人情往来；同时

鄂西农民外出务工基本以同乡或家庭为主在一个

行业、一个地方务工，这种地缘性加血缘性的双

重作用，使得村民不管是在村内还是在村外都比

较团结。另一方面，本地的生活共同体同上文所

述生活导向下的人情往来相关。村民可通过人情

往来在村庄内部大范围内建构关系，加深了村民

之间的感情，也能保证村民之间的日常互动，使

得村庄这种共同体面向十分强。尤其是山区生存

环境和资源禀赋相对较差，村庄内部的互助体系

十分发达，农民对村庄生活共同体的依赖性得到

进一步强化。

而乡镇在社会层面为农民的社会交往保留了

空间，农民可围绕乡镇中心开展互动并保持相对

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农民进入乡镇可通过入镇区

中心村户籍的方式，实现进城农民与中心村原住

农民之间的土地流转交易，并将所获取的土地用

于进城农民自建房建设。这一土地开发使进城农

民在居住空间、社会交往上仍呈现出村庄嵌入特

点。一方面，长期留在镇区的农民以中心村为核

心轴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其关系仍具有乡土性；

另一方面，就地城镇化的区位优势强化了村落社

会共同体关系。进城村民仍可以以村落为基本单

位展开往日互动，也可在新的村庄集体开展日常

往来，其仍然维持了封闭性与地方性的特征，农

民不仅没有融入到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中，相反进

一步陷入到村落共同体中［25］。村庄再嵌入这一特

点契合农民强村庄生活面向，农民可在镇区进行

扩大化熟人社会建构，且进城农民在私对私的土

地流转交易中还可流转耕地进行种植，兜底功能

实现保证农民就地城镇化的稳定性。

基于上述，欠发达地区农民城镇化实践表明

农民就地城镇化城市化既深受农民家庭策略安排

影响，又受益于镇域空间土地低水平开发模式。

前者是农民自主开展城镇化的动力，而后者是农

民出于家庭策略安排最优选择的客观优势，既能

控制进城成本，又符合农民生活意愿。

四、农民家庭策略转变及镇域城

镇化困境

家庭策略强调围绕家庭生命周期，以家庭再

生产为核心展开，注重家庭整体在应对社会变迁

时进行调整与适应的自主性。而农民家庭在发展

过程中，随着家庭内部阶段性目标的完成以及发

展意愿的变化，农民家庭策略也在不断调整。这

一调整主要集中于农民对更高生活水平和服务的

追求，这一家庭的发展诉求变化对镇域空间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镇域空间的发展水平不能满足农

民家庭安排时，导致镇域城镇化不断萎缩，镇域

空间发展逐渐内卷的困境。

（（一一）） 镇区公共服务优势弱化与农民家庭发镇区公共服务优势弱化与农民家庭发

展质量强化之间的张力展质量强化之间的张力

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是农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

化的不断“量化”过程［26］。“量化”意味着在城

镇化过程中更注重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而忽略了

发展效率与质量。而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民开始

注重城镇化的质量，诱发了农民对高质量公共服

务的需求，农民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强

化。而鄂西在镇域集中的城镇化面临着城镇发育

不足问题。其城镇是在原来的乡镇空间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城镇建设本身基础差，城镇规划理念

落后，城镇规划体系发育很不健全［27］。而且在地

方政府将土地开发权转让给社会主体之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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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上更多扮演的是政策支持者

角色，城镇建设任务转移到实际土地开发主体身

上，开发主体处于盈利的需求对于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服务投入不多，其建设质量和水平也都

受到个体资金、开发能力和意愿的限制，导致镇

区新兴的公共基础设施质量和水平不稳定等问

题。此外，开发主体分散化、个体化，互相之间

竞争关系多于合作关系，难以形成城镇建设的整

合力量，加强了镇区规划的混乱局面，整个乡镇

的公共服务质量没有随着土地开发、农民进城得

到有效提升，导致镇区公共服务优势不突出，对

农民的就地城镇化的拉力不明显。

尤其是在乡村振兴之下，各项国家资源下

乡，反哺乡村建设，乡村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

善，进城农民原本的村庄生活空间条件极大改

善，使在村生活农民更加便利化、高效化地享受

镇区教育、医疗资源，更方便快捷地参与镇区空

间消费。由此农民镇域城镇化所享受到的公共服

务总提升水平有限，其相对于乡村生活空间所获

取的公共服务比较优势逐渐弱化，对农民的吸引

力也随之弱化。

（（二二）） 镇区工业稀缺与农民稳定就业之间的镇区工业稀缺与农民稳定就业之间的

张力张力

所谓“乐业”才能“安居”，农民要想在城

镇长期生活下去就必须保证其能够有一个合理、

稳定的收入来源，也就是在城镇空间需获得城镇

提供的就业岗位，这就要求就地城镇化必须有工

业、产业支撑［28］。但是在欠发达地区城镇发展形

成一种内部循环，导致其工业、产业发展薄弱且

缓慢，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十分有限且工资待遇

也低。加之，其镇域空间第三产业基本上依靠农

民主体自身孕育，主要以“地摊经济”与自主经

营的“门店经济”为主［29］。镇域空间第三产业提

供的就业空间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非常有限，

极容易达到饱和状态。总之，欠发达地区乡镇资

源、区位条件差，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

理，城镇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吸引资金的能力［30］，

导致城镇实际承载能力弱，持续吸纳能力有限，

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在乡镇进行土地开发时，常

见是政府主导筹集城镇建设资金的流动开发模

式，由于政府本身的财政能力强，能够进行征地

补偿，政府自行开发土地用于商业住宅、工业及

重点工程建设，既能保证产业发展，又能通过商

业开发承担城镇化建设成本。尤其是房地产开发

和金融倾斜放大了可见收益，吸引大量资本进

入，商业收入还可用来补贴工业用地，为扩展城

镇建设空间创造了条件［31］，由此形成了在城镇内

部的工商业循环结构，有助于城镇化的扩大发

展。但是欠发达乡镇其土地开发不充分，且政府

不直接经营土地，获利主体更多是社会主体，土

地基本用于农民低水平住房建设，工业建设基本

没有，无法形成产业集聚的基础，城镇发展缺乏

非农产业的支撑。

可见，镇域空间农民城镇化发展转型下，其

回应农民家庭更高水平、高质量现实需求的能力

有限，镇域城镇化面临着不可持续的问题。一方

面，乡镇空间的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只能为农民

提供基础性、保底性的服务，甚至扮演着同农村

一样的兜底功能［11］。加上乡村条件的改善，也能

满足退守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需求，镇域空间逐

渐变成退守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空间；另一方

面，乡镇空间的工业有限，第三产业低端且易饱

和，对发展诉求强的家庭吸引力较低，镇域城镇

化逐渐变成农民家庭实现更高水平城镇化的过渡

阶段，镇域空间在两方面作用下逐渐萎缩，功能

逐渐单一化。

五、结论与讨论：镇域城镇化的

定位与反思

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往往是互相

形塑的，社会的发展变化推动着个体家庭不断做

出适应性调整，在此过程中，不能仅停留在结构

层面的分析上，还应认识到个体家庭行动的自主

性、能动性，个体家庭不仅会根据所处的社会结

构、制度结构做出恰当反应，也会基于家庭理性

选择性进行应对。因此，对城镇化的研究不仅需

要关注客观的宏观层面的结构影响及问题，也应

关注农民家庭主观层面的策略安排与选择。农民

城镇化不仅取决于城镇化的客观发展水平及其制

度、社会结构，也受制于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

发展能力及发展意愿。本研究以农民家庭策略安

排为切入点，由于鄂西农民家庭代际合力弱、弱

半工半耕结构导致农民家庭的发展能力弱，而且

强生活导向，导致发展目标低，生活意愿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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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主，镇域空间能够有效契合农民家庭控制进

城成本的需求，从而实现了欠发达地区的镇域城

镇化样态。但农民家庭策略是不断变化的，镇域

空间在农民家庭中的定位在不断变化，从而产生

了镇域城镇化的萎缩、内卷问题。

基于这一客观结果，需认识到镇域城镇化是

农民家庭策略安排下的一个阶段性结果。对于进

入乡镇实现城镇化的农民家庭而言，镇域空间的

功能是为农民家庭发展目标完成提供便利，而乡

镇自身低水平开发、工业基础薄弱、商业饱和，

难以形成有效的工商业循环，镇区只能在既有社

会空间内部进行建设、发展，无法往外拓展延

伸，很容易达到“内部循环”饱和状态。但不可

否认，镇域城镇化及其空间发育建设对农民家庭

具有重要意义。镇域空间作为“城之尾，乡之

首”，是联结农村与城市的重要纽带。镇域城镇

化基于农民家庭策略的过渡性、阶段性选择，是

农民完全彻底城镇化的缓冲带，农民家庭的策略

是以镇域城镇化为跳板，有序实现农民家庭的彻

底城镇化。其发展可以吸纳农村人口向乡镇集

中，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实现对城乡差距、人口

分布、要素流通能力的协调［32］。可见镇域城镇化

贴合鄂西农民家庭的发展能力，它可以让农民

“离土不离乡”地兼顾工农两业，大批农村剩余

劳动力到镇域空间集聚，还能带动服务业、商业

等产业的繁荣［33］；又能协调城乡发展，避免因过

度城镇化带来的“大城市病”问题。因此应该基

于农民镇域城镇化的实践结果，针对镇域空间存

在的问题及困境进行统筹规划，提升镇域空间效

能，这符合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协调发展的

要求。

一是完善公共品统筹层级，构建与镇域空间

相匹配的公共品供给与服务体系。镇域空间的公

共品供给与服务体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以教育、医疗为核心的公共福利保障，

另一方面是以水电网、道路交通等为基础设施的

提供与完善。应重点针对这两方面内容进行充足

供给和完善，满足农民强烈的获取高质量公共服

务的需求。二是盘活镇域空间的经济机会，重视

农民返乡创业与地方小规模经济体的作用［34］。镇

域经济机会的激活为农民增加了就业机会，方便

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鄂西乡镇可引入符合本地

实际情况的企业，尤其是引入能提升本地农产品

价值的企业。这些经济机会对农村的剩余要素和

农业资源激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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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logic and reflection of township urbanization under farmer' family strategy
LI Yuxia

（School of Sociology，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Based on changes of farmer family strategies and the two dimensions of family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family develop⁃
ment willingness，the study found that farmer families with weak development ability，strong life expectations and development
goals centering on social life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ownship urbanization paths. Since the family strategie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the func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town space in rual family changes，resulting in the shrinking and involution of the
township urbanization. However，township urbanization and its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individual choice with the shaping of the town space. On the one hand，we should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public goods and build a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service system that matches the town space. On the other hand，we
need to revitalize th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of the town space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farm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start business and local small-scale economies to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township urbanization is improved.
Keywords：Family strategy；Family development ability；Development willingness；Township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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